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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自信作为民族发展的深层精神动力，其建构过程需要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系统性阐释

与当代转化。徽派建筑作为中华传统建筑体系的重要分支，蕴含着丰富的营建生态智慧，是彰显中华文明独特

魅力的关键文化符号。然而，既有研究对徽派建筑的考察多集中于艺术风格、构造技术与遗产保护等内部维度，

缺乏从文化自信传播视角展开的跨学科关联研究。本研究整合了建筑现象学、批判地域主义、文化符号学与社

会记忆理论等跨学科资源，构建“生态基因解码—价值重构—文化自信提升”的三元理论框架。通过对徽派建

筑自然适应性基因、材料工艺生态基因与文化传承生态基因的学理阐释，本研究揭示了徽派建筑生态基因经由

场所精神守护、在地性伦理实践与装饰符号编码等路径参与文化认同建构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徽派建筑营

建生态智慧不仅是一种前现代的环境适应性技术知识，更是一种嵌入在物质空间中的文化基因，其当代价值转

译对于文化强省战略实施与中国文化符号的国际传播具有重要学术参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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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al confidence, as a deep-seated spiritual driving force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requires the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and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resources for its

construction. Huizhou architecture, a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al system, contains rich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wisdom and is a key cultural symbol showcasing the unique charm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on Huizhou architecture mainly focuses on internal dimensions such as artistic style,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and heritage protection, lack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dissemination. This study integrates interdisciplinary resources such as architectural phenomenology, cr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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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ism, cultural semiotics, and social memory theory to construct a three-dimension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cological gene decoding — value reconstruction — enhancement of cultural confidence." Through a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natural adaptability genes, material and technological ecological genes, and cultural heritage

ecological genes of Huizhou architecture, this study reveals the inherent logic of how the ecological genes of Huizhou

architecture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pathways such as the protection of place spirit,

local ethical practices, and the encoding of decorative symbol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ecological wisdom of Huizhou

architecture is not only a pre-modern form of environmentally adaptive technology, but also a cultural gene embedded in

material space. Its contemporary value translation has significant academic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a culturally strong provi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symbols.

Keywords: Huizhou architecture; Ecological genes; Cultural confidence; Correlation mechanism; Value translation;

Ecological wisdom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文化自信作为民族发展的深层动力，其战略意义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日益凸显。文化不仅是经济基础的上层

建筑，更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命脉，是维系社会认同与历史连续性的关键纽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

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其当代转化与价值重构成关乎文化主权与话语自主性的根本命题。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建

筑作为文化的物质载体与空间表征，承载着传递文化基因、建构集体记忆、塑造文化认同的多重功能。徽派建

筑作为中华传统建筑体系的重要分支，其蕴含的营建生态智慧不仅体现了先民对自然环境的深刻认知与和谐共

生的哲学追求，更构成了展示中华文明独特魅力的重要文化资源。

然而，既有研究在徽派建筑与文化自信的关联维度上呈现出显著的学术盲区。从研究范式来看，当前学界

对徽派建筑的考察主要集中于两个向度：其一为艺术史与建筑学的内部研究，侧重于风格谱系的梳理、构造工

艺的解析以及空间形态的美学评价；其二为文化遗产保护的技术路径，聚焦于古建筑的修缮技术、材料复原与

数字化存档 [1,2]。上述研究虽在各自领域内取得了可观成果，却普遍缺乏将建筑生态基因置于文化自信建构框

架中进行系统阐释的理论自觉。换言之，现有学术话语尚未充分揭示徽派建筑营建生态智慧如何经由价值转译

机制转化为文化自信的生成要素，也未能在跨学科的整合视野中构建“生态基因解码—价值重构—文化自信提

升”的完整逻辑链条。这一理论缺口的背后，折射出建筑学、文化研究、传播学等学科之间深层的壁垒状态，

以及人文社科学术话语体系中对建筑文化价值阐释的结构性不足。

从国际学术对话的角度审视，营建生态智慧（architectural ecological wisdom）作为一个具有中国话语特色的

学术概念，其在比较建筑学与文化研究中的理论位置尚未得到充分确立。肯尼斯·弗兰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

所倡导的批判性地域主义（Critical Regionalism）虽然为理解本土建筑传统的当代价值提供了重要理论参照，但

该理论框架发轫于西方现代主义批判语境，其对中国传统建筑生态哲学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核心范

畴的阐释力仍存在明显局限 [3]。因此，如何从本土学术话语出发，建构既能对接国际建筑理论前沿、又能彰显

中国哲学特质的理论模型，成为本研究试图回应的核心问题。

（二）核心概念界定

营建生态智慧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其概念界定直接关系到后续论证的学理深度。从学理层面看，营建生

态智慧是指传统建筑活动中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知识系统、技艺体系、理念结构与价值规范的总和，

其涵盖维度包括选址布局、空间组织、结构营造、材料选用、装饰表意等建筑生产的全部环节 [4]。该概念区别

于一般意义上的“建筑生态”或“绿色建筑”之处在于：后者多从技术理性出发，强调建筑对环境的低影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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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优化；而营建生态智慧则蕴含着更为深厚的人文哲学维度，它将建筑视为天地人三才交互作用的产物，是

生态伦理、宇宙观与身体实践在空间形态中的综合体现。在这一意义上，营建生态智慧不仅是一种环境适应性

的技术知识，更是一种嵌入在物质空间中的文化基因（cultural gene），承载着特定社群的世界观、价值观与审

美取向。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关于文化认同的理论进一步揭示了文化自信的动态建构性：文化认同并非固定

不变的实体，而是在历史叙事、空间实践与符号表征的持续互动中不断生成的意义过程 [5]。据此，文化自信在

本研究语境中被界定为：个体与群体在接触、理解与阐释中华传统营建生态智慧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对自身文

化传统的价值确认、情感归属与意义认同，体现为一种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精神力量。

关联机制则是连接上述两个核心概念的理论枢纽。本研究所言的关联机制，是指徽派建筑生态基因影响文

化自信形成的内在逻辑与作用路径，具体表现为生态基因的符号化编码、叙事化传播与情感化激活三个递进层

次 [6]。在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视域中，关联机制可理解为文化资本向符号资本转化的

中介过程：徽派建筑所承载的营建生态智慧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形态，经由特定的阐释框架与传播渠道，转化为

可供社会成员共享的意义资源，进而参与文化认同的建构与文化自信的生成 [7]。

（三）研究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填补徽派建筑研究中的文化自信维度缺位，推动建筑学、文化研究、符号学与传播

学的跨学科对话。通过构建“生态基因谱系—价值转译机制—文化自信提升”的三元理论框架，本研究试图突

破既有研究的学科壁垒，为传统建筑文化的当代价值阐释提供新的分析路径与概念工具。在实践层面，本研究

的服务面向具有双重维度：其一，为文化强省战略提供学术支撑，助力徽派建筑文化资源的系统性挖掘与创造

性转化；其二，为中国文化符号的国际传播提供理论参照，使徽派建筑的营建生态智慧成为讲好中国故事、展

现中华文明独特魅力的有效载体。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一）文化自信的理论谱系

文化自信既非对传统文化的全盘肯定，也非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排斥，而是在辩证扬弃中实现文化传统的创

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看来，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不仅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斗争，更

深刻地体现为日常生活实践中文化价值观的渗透与内化 [8]。将这一理论框架应用于中国文化语境，可以发现文

化自信的深层建构离不开对文化领导权的自觉掌控，即通过系统性的文化叙事与符号传播，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成为社会成员共享的意义框架与价值坐标。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集体记忆理论则从时间维度补

充了文化自信的生成机制：集体记忆并非个体记忆的简单聚合，而是社会框架对过去的重构性选择，其功能在

于维系群体认同的连续性与边界感 [9]。徽派建筑作为物质化的记忆载体，其空间形态与符号系统正是建构集体

记忆、强化文化归属的重要媒介。

进入新时代，文化自信提升至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这一

思想体系的核心要义在于：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精神根基，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

久的力量。

（二）中华传统营建生态智慧研究：从风水理论到当代生态建筑学的学术对话

中华传统营建生态智慧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对象，其学术谱系涵盖了风水理论、建筑现象学、生态哲学

与当代生态建筑学等多个知识领域。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审视，传统风水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认知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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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其“藏风聚气”“负阴抱阳”等核心概念实质上是对自然地理环境进行综合评估的生态实践知识 [10]。

王其亨等学者通过大量实地测绘与文献考证，揭示了风水理论中选址、定向、布局等环节所蕴含的科学理性，

指出传统风水是前科学时代中国先民在长期实践中积累形成的环境认知体系 [11]。然而，风水研究在学术话语

中作为生态智慧的学术合法性尚未得到充分确立。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关于“人诗意地栖居”（poetically man dwells）的哲学论述，为理解传统营建

生态智慧的存在论基础提供了现象学路径。在海德格尔看来，栖居（dwelling）不仅是人居住于空间中的物理事

实，更是人作为“此在”（Dasein）在天地间建立归属关系、守护存在的根本方式 [12]。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天

地神人”四重整体（the fourfold）框架，揭示了栖居的本质在于守护四重整体的共属一体，这一思想与中国传统

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观念形成了深刻的理论共鸣。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空间诗学》（La Poétique

de l'espace）中则通过现象学方法分析了空间与记忆、想象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建筑空间不仅是物理容器，更

是承载人类情感与回忆的诗性场域 [13]。上述理论资源为营建生态智慧的研究提供了从经验描述向哲学阐释跃

升的方法论可能。

在当代生态建筑学的视域中，诺伯特·舒尔茨（Christian Norberg-Schulz）所提出的“场所精神”（genius loci）

概念为理解传统建筑与环境的深层关联提供了关键概念工具。舒尔茨将场所精神界定为特定环境中“定向”

（orientation）与“认同”（identification）的双重实现，强调建筑的本质在于使人在特定环境中“在场”（being

present）并获得归属感 [14]。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徽派建筑的营建生态智慧不仅体现为技术层面的环境适应

性，更体现为一种通过空间营造实现人地和谐、主客交融（subject-object integration）的存在论实践。此外，深

层生态学（deep ecology）所倡导的生态整体主义立场，要求将人类从自然的中心位置移除，承认非人类生命形

式与生态系统自身的内在价值，这一立场与中国传统哲学中“道法自然”“万物一体”的宇宙观具有高度的理

论亲和性 [15,16]。

（三）徽派建筑研究的三重维度：艺术史、建筑技术与文化遗产

既有学界对徽派建筑的研究呈现出艺术史、建筑技术与文化遗产三个主要维度的分化格局。在艺术史维度，

研究者主要关注徽派建筑的风格源流、形式演变与美学特征。刘敦桢等建筑史学者通过大量田野调查与实物测

绘，系统梳理了徽派建筑从明清至近代的风格谱系，揭示了其"粉墙黛瓦、马头墙、天井院落"等标志性形式元素

的历史生成逻辑 [17]。此类研究为徽派建筑的形式认知奠定了坚实的实证基础，但其分析框架多局限于风格史

与图像学的内部视角，缺乏将建筑形式置于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意义阐释的理论深度。

在建筑技术维度，研究聚焦于徽派建筑的构造工艺、结构体系与材料应用。传统徽派建筑以木构架为主要

承重体系，辅以砖石墙体，形成了兼具抗震性与适应性的结构形态。学者们通过对营造法式、工匠口诀与传统

工具的考察，揭示了徽派建筑技术体系中蕴含的力学智慧与生态经验 [18,19]。然而，技术维度的研究往往将建

筑视为纯粹的物理客体，忽视了技术实践背后所承载的文化观念与社会意涵，从而未能充分回应建筑作为文化

符号的深层意义问题。

在文化遗产维度，研究主要围绕徽派建筑的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展开。随着徽州古村落被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徽派建筑的保护问题日益受到学界关注。相关研究涉及古建筑的病害评估、修复材料、数字化存档以及

旅游活化等议题，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技术体系 [20,21]。但文化遗产研究的实用主义导向，使其更多地关注保存

技术的有效性而非文化意义的阐释深度，徽派建筑作为文化自信建构资源的价值维度在这一研究路径中处于相

对边缘的位置。

（四）理论缺口与本文切入点



张磊, 等

DOI: https://doi.org/10.61784/fssh1 5 社科与人文前沿

综合审视上述三个研究维度，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的理论缺失：既有研究均缺乏文化自信维度的自觉介入。

艺术史研究关注形式却忽视了形式的符号价值与认同功能；建筑技术研究关注工艺却割裂了技术与文化意义的

内在关联；文化遗产研究关注保存却将建筑降格为待修复的物质遗产而非活的文化资源。这一碎片化的研究格

局，使得徽派建筑所蕴含的营建生态智慧在文化认同建构与文化自信提升中的潜在价值长期被遮蔽。

本文的学术切入点正是在于识别并弥补上述理论缺口。通过引入文化符号学、建筑现象学与社会记忆理论

的跨学科视角，本研究试图建构一个能够整合形式分析、技术阐释与意义解读的综合性理论框架。该框架以"关

联机制"为核心概念，将徽派建筑的生态基因视为一种文化编码系统，分析其如何通过符号传播、空间实践与叙

事建构等路径参与文化自信的生成过程。这一研究路径的价值在于：既突破了单一学科的分析局限，又在本土

学术话语与国际理论前沿之间建立了对话的可能，从而为传统建筑文化的当代价值转译提供了新的学术范式。

三、徽派建筑生态基因的学理阐释

（一）自然适应性基因：场所精神与生境智慧

徽派建筑的自然适应性基因，集中体现为其选址布局与周边山水环境的深层融合关系，这一融合并非简单

的地形顺应，而是一种根植于中国传统宇宙观的存在论实践。从海德格尔栖居现象学的视角审视，徽派建筑的

选址逻辑本质上是对“场所精神”（genius loci）的守护与显现。徽州地区典型的“枕山、环水、面屏”格局，

使建筑实体嵌入于山峦叠嶂与溪流环绕的自然语境之中，形成了人与天地共属一体的空间诗学 [22]。建筑群体

的布局轴线往往顺应山脉走向与水系脉络，村落整体呈现出"因山就势、随水成形"的空间形态。这种布局策略的

深层逻辑在于：自然山水并非建筑活动的客观背景，而是建筑意义生成的本体论条件。人在这样的空间中栖居，

不仅获得了物理层面的庇护功能，更在存在论层面实现了与自然环境的共属一体，体验到了海德格尔所描述的"

天地神人"四重整体的在场性。

在微观尺度上，徽派建筑单体与院落空间的设计同样体现了深刻的生境智慧。天井作为徽派建筑最具标识

性的空间元素，其功能远不止于采光与通风的技术考量。从现象学的身体空间（lived body）视角出发，天井创

造了一个连接室内与室外、遮蔽与开放、私密与公共的过渡性场域，使居住者的身体经验在垂直向度上获得了

天空的敞开与大地根基的双重定向 [23]。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身体现象学揭示了空间并非外

在于身体的客观容器，而是通过身体知觉与运动意向性建构出来的意义场域。据此，徽派建筑中通风、采光、

排水等生态功能的设计，实际上是围绕身体经验展开的空间诗学实践：天井的高窄比例引导了气流的自然循环，

高墙深院创造了适宜的地域微气候，四水归堂的组织方式则体现了对雨水资源的生态化利用。这些设计选择共

同构成了一种“主客交融”（subject-object integration）的空间范式，在其中，人的身体感知、自然环境的物质

条件与文化意义的符号系统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

（二）材料工艺生态基因：在地性伦理与可持续营建

徽派建筑的材料工艺生态基因，体现为对本土可持续材料与传统环保建造技术的系统性运用，这一运用背

后蕴含着深刻的在地性伦理（ethics of place）与生态责任观念。肯尼斯·弗兰姆普敦所倡导的批判性地域主义，

虽然主要批判的是现代主义建筑国际风格的同质化倾向，但其核心关切——即建筑应当回应特定场所的自然条

件与文化传统——与徽派建筑的材料选择逻辑形成了跨越时空的理论呼应 [24]。徽派建筑主要采用砖、木、石

三种本土材料：青灰砖用于墙体砌筑，就地取材于徽州丰富的黏土资源；杉木与银杏木用于构架与装修，取自

周边山林；青石板与麻石用于铺地与台阶，取材于当地采石场。这一材料体系的生态智慧在于其“取之于地、

用之于地、归于之地”的闭环逻辑，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材料运输过程中的能源消耗与环境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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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哲学的维度审视，徽派建筑的材料选择不仅是一种技术经济决策，更是一种体现生态整体主义价值

立场的伦理实践。传统匠人在材料选用与加工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识，形成了因材施用、因材施艺的技

艺传统。砖雕、木雕与石雕作为徽派建筑装饰的核心技艺，其制作过程中对材料的尊重与节约体现了“敬天惜

物”的传统生态伦理 [25]。工匠在雕刻过程中力求充分利用每一块材料的天然纹理与形态特征，将材料自身的

“物性”（thingness）转化为审美表达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对待材料的态度，与当代可持续建筑理念中强调的

“减量、再用、循环”（reduce, reuse, recycle）原则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其更深层的价值在于将材料视为具有

自身存在意义的生命体，而非仅具工具价值的资源客体。在结构层面，徽派建筑的榫卯节点与穿斗构架体系展

现了极高的材料效率，通过精巧的节点设计实现了结构传力路径的优化，使木材的力学性能得到了充分发挥。

这种基于材料特性的结构理性，不仅体现了传统工匠的力学智慧，更构成了一种前工业时代的可持续营建范式，

对当代建筑学中过度依赖高能耗材料与复杂技术的倾向具有批判性的参照价值。

（三）文化传承生态基因：装饰符号的生态哲学编码

徽派建筑的文化传承生态基因，集中体现于其装饰图案系统中蕴含的生态寓意与文化理念，这些图案通过

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机制，将自然意象转化为承载价值规范的文化符码。从符号学的分析框架出发，徽派建筑装

饰中的蝙蝠、鹿、莲花、喜鹊、松竹梅等吉祥图案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其能指层面是具体的动植物图

像或抽象化的纹样形式，而所指层面则是与之对应的文化价值与生态伦理 [26]。以“蝙蝠”图案为例，其能指

为蝙蝠的视觉形象，所指则为“福”的谐音联想，进而引申为对幸福生活的祈愿；在更深层的文化编码中，蝙

蝠作为夜行动物的生态特征被赋予了“福从天降”的神秘意涵，将自然生物的生活习性纳入了吉祥叙事的符号

结构。这种编码方式揭示了中国传统装饰艺术中一种独特的“自然象征主义”：自然界中的生物与现象并非孤

立的客体，而是被纳入了一个充满伦理意涵与宇宙秩序的象征体系。

莲花作为徽派建筑装饰中频繁出现的主题，其符号意涵的生态哲学维度尤为值得关注。在佛教文化与中国

本土哲学的双重影响下，莲花被赋予了“出淤泥而不染”的洁身自好品质，成为君子人格与道德修养的象征 [27]。

从深层生态学的视角审视，莲花符号所传递的不仅是道德教化的意涵，更是一种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宇宙论想

象：莲花扎根于淤泥而花开水面，象征着生命从混沌自然中升华而出却不脱离自然的根本联系。这一意象与中

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核心理念形成了符号层面的呼应，将生态伦理内化为审美经验与道德情感的有机

组成部分。此外，徽派建筑中的“冰裂纹”窗棂、“回纹”砖雕等抽象纹样，同样承载着生态哲学的编码功能。

冰裂纹以其模仿自然冰裂效果的随机形态，表达了对自然过程之美的审美认同；回纹以其循环往复的几何结构，

象征着宇宙生命的生生不息与生态系统的循环秩序 [28]。这些装饰符号共同构成了一套“空间中的自然教科书”，

通过日常的视觉接触与空间体验，将生态智慧与价值理念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传递给了建筑的使用者与观赏者。

（四）从基因谱系到知识体系的整合认知

上述三类生态基因——自然适应性基因、材料工艺生态基因与文化传承生态基因——并非彼此孤立的分类

项，而是共同构成了一个内在关联、相互渗透的有机整体。自然适应性基因构成了徽派建筑生态智慧的物质基

础与空间框架，它决定了建筑如何嵌入自然环境、如何回应气候条件、如何组织空间体验；材料工艺生态基因

构成了生态智慧的技术中介与物质载体，它通过材料选择与工艺实践将生态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触摸的实体

存在；文化传承生态基因则构成了生态智慧的符号层面与意义维度，它通过装饰图案与象征系统将生态伦理编

码为可供社会成员共享的文化资源 [29]。三类基因之间的互动关系体现为一种从物质到意义、从实践到符号的

递进结构：自然适应性为材料工艺提供了生态约束与灵感来源，材料工艺为文化传承提供了物质载体与技术条

件，文化传承则为自然适应与材料工艺赋予了超越功利层面的意义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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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识体系的整合视角审视，徽派建筑的生态基因谱系实际上是一种“活的传统”（living tradition），其知

识形态兼具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与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的双重特征。工匠的技艺口诀、身体

化的操作技能、对材料特性的直觉把握等属于隐性知识范畴，这类知识难以通过文字或图纸完全传递，而依赖

于师徒传承中的身体模仿与情境学习 [30,31]。风水理论中的方位原则、建筑装饰中的象征规范、建筑形制中的

等级秩序等则属于显性知识范畴，这类知识以可编码的形式存在于文献记录、图样样本与社会习俗之中。两类

知识的交互作用，使徽派建筑的生态智慧呈现出一种“知行合一”的整体性特征：知识不仅是认知层面的信息，

更是嵌入在身体实践与空间营造中的行动智慧。这一认识论特征提示我们，对徽派建筑生态基因的当代转译，

不能停留于形式层面的符号提取或技术层面的要素模仿，而必须在深层次上理解其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与生成

机制，从而实现从“基因解码”到“价值重构”的完整转译过程。

四、文化自信关联理论模型的建构

对徽派建筑生态基因的当代转译，不能停留于形式层面的符号提取或技术层面的要素模仿，而必须在深层

次上理解其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与生成机制，从而实现从“基因解码”到“价值重构”的完整转译过程。在此

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追问：生态基因的解码与价值重构如何与文化自信的生成发生关联。这一追问的理论必要

性在于，现有研究对生态智慧与文化自信之间的关系多停留在描述性阐释或经验性归纳层面，缺乏一个整合性

的理论框架来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机制与动态演化路径。因此，有必要建构一个能够统摄“生态基因解码

—价值重构—文化自信提升”三重维度的关联理论模型，以回应这一理论缺口。

（一）模型建构的理论逻辑

“生态基因解码—价值重构—文化自信提升”三元关联模型的建构，其理论逻辑根植于辩证唯物主义关于

量变与质变辩证关系的哲学原理。从学理层面看，生态基因的解码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从感性具体到抽象规定的

认识论跃迁，这一过程对应于认识发展中的量变积累阶段；价值重构则是在解码基础上对生态基因之当代意义

的创造性阐释，标志着认识从抽象规定向思维具体的辩证回归，蕴含了质的飞跃；文化自信的提升则是价值重

构在主体精神层面的集中显现，是量变与质变交互作用的综合结果。系统论的整体性原理同样为模型建构提供

了方法论支撑：生态基因、价值重构与文化自信三者并非孤立要素的简单加和，而是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相互

作用的功能系统，系统的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这正是模型建构之必要性的哲学依据。马克思主义关

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理论，进一步揭示了模型建构的社会历史维度：生态基因作为物质文化的积

淀，其价值重构在本质上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意识形态运作，而文化自信则是上层建筑中精神文化层面的核心

表征，三者之间呈现出从物质到精神、从客观到主观的辩证转化过程。从既有研究的学术脉络审视，生态智慧

研究、建筑文化遗产研究、文化自信研究分别构成了三个相对独立的知识领域，其间缺乏有效的理论桥梁来实

现跨学科整合。三元关联模型的建构，正是通过揭示生态基因解码、价值重构与文化自信提升之间的内在逻辑

关联，为这三个领域的对话与融合提供了整合性的理论工具。值得指出的是，该模型并非线性的因果决定模型，

而是多层次、多路径的关联系统，其中任何一个层次的变化都会通过反馈回路影响其他层次，从而形成一个动

态演化的理论结构。

（二）"生态基因解码—价值重构—文化自信提升"三元关联模型的框架设计

三元关联模型由三个相互关联的层次构成，分别为生态基因解码层、价值重构层与文化自信提升层，三个

层次之间形成循环反馈的关联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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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为生态基因解码层（输入层），其功能在于将徽派建筑中蕴含的生态智慧从隐性知识状态转化为显

性知识形态，从物质形态转化为可阐释的文化符号。解码的对象涵盖前文所阐释的三类生态基因：自然适应性

基因、材料工艺生态基因与文化传承生态基因。解码过程并非简单的分类罗列或现象描述，而是借助现象学还

原、符号学分析、知识社会学阐释等方法，揭示生态基因背后的生成逻辑、认知结构与意义编码。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隐性知识理论为解码层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徽派建筑的生态智慧大量存在于工匠的身体技艺、地方

性的营造口诀与口传心授的实践经验之中，这些知识具有难以言说的隐性特征，解码的核心任务正是通过系统

化的阐释将其转化为可传播、可教育的显性知识。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文化基因（meme）理论则为解

码层提供了传播学视角：生态基因作为一种文化复制因子，其传播与变异遵循特定的选择机制，解码过程即是

对这些文化基因之选择优势的识别与阐释 [32,33]。

第二层为价值重构层（中介层），其功能在于对解码后的生态基因进行当代语境下的价值阐释与意义重构。

价值重构并非对传统文化价值的简单复述，而是在当代社会需求与问题意识驱动下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具体而言，价值重构包含三个维度：其一，生态价值重构，将徽派建筑的生态适应策略置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

语境中进行阐释，揭示其在绿色低碳发展、资源循环利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当代议题中的价值内涵；其二，

文化价值重构，将徽派建筑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阐释其在文化传承、文化认同、文化创新中的

意义，回应文化自信建构的理论需求；其三，审美价值重构，从空间诗学与装饰美学的维度，揭示徽派建筑在

当代审美体验中的价值，包括其意境营造、韵律节奏、材料质感等审美特质的当代意义。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关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论述为价值重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传统艺术作品的 "aura"（光晕）在机

械复制时代面临消散，但通过与当代技术、当代语境的创造性结合，传统艺术的 "aura" 可以转化为一种新的当

代形式，实现从"传统"到"当代"的价值转译。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关于"物的社会生命"（social

life of things）的理论则揭示了价值重构的社会过程：物的价值并非其内在固有的属性，而是在社会流动、交换

与阐释中不断生成与变化的，徽派建筑生态基因的当代价值正是在其"社会生命"的延续与转化中获得新的意义

维度。

第三层为文化自信提升层（输出层），其功能在于揭示价值重构如何导向文化自信的生成与增强。文化自

信的提升并非抽象的意志宣示，而是包含认知、情感与行为三个层面的系统性过程。认知层面，主体通过生态

基因解码与价值重构，获得对中华传统营建生态智慧的理性认识与深刻理解，形成关于自身文化传统的知识性

自信；情感层面，主体在认知基础上产生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归属感与认同感，形成情感层面的文化自信；

行为层面，主体将文化自信转化为主动传播、保护、传承传统建筑文化的实践意愿与行动能力，形成行为层面

的文化自信。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关于“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的理论

则揭示了文化认同的建构机制：民族认同并非建立在面对面的交往基础上，而是通过对共同符号、共同叙事与

共同记忆的文化想象而被建构的，徽派建筑作为文化符号正是参与这一想象建构的重要媒介。斯图亚特·霍尔

（Stuart Hall）的文化认同理论进一步指出，认同并非固定的本质，而是在历史叙事、空间实践与符号表征的持

续互动中不断生成的意义过程，这为理解文化自信作为动态建构过程提供了理论支撑。

三个层次之间的关联并非单向线性的因果链条，而是循环反馈的关联系统。生态基因的解码为价值重构提

供知识基础，价值重构为文化自信提升提供意义支撑，而文化自信的提升又会反过来激发更深层次的生态基因

解码与更广泛的价值重构——形成正反馈循环。从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的视角看，这一反馈回路是模

型持续运转与自我增强的动力机制，使得三元关联系统具有内在的动力学稳定性 [34]。

（三）模型的内在机理与系统动力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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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系统动力学视角审视，三元关联模型的内在运行机理可概括为三个核心回路。正反馈回路构成模型的核

心驱动机制：生态基因解码的深化拓展价值重构的广度与深度，价值重构的丰富性增强文化自信的认知基础与

情感强度，文化自信的提升又反过来激发对生态基因的更深入探索与更广泛的当代阐释，由此形成自我强化的

良性循环。这一正反馈机制确保了模型在正常运行条件下的持续增长与演化。系统韧性（system resilience）是模

型保持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C.S. 霍林（C.S. Holling）的韧性理论指出，复杂系统在面对外部扰动时维持其结

构与功能的能力，取决于系统内部反馈回路的多样性与冗余度 [35]。三元关联模型中，三个层次各自包含多个

子回路（如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的并行重构），这种结构上的多样性赋予了模型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Jay·福雷斯特（Jay Forrester）的系统动力学理论进一步揭示了系统行为的非线性特征：系统的输出并非与输入

成简单的比例关系，而是可能呈现延迟、放大、振荡等复杂动态，三元关联模型中文化自信的提升往往滞后于

生态基因解码与价值重构，这种时间延迟恰恰是系统自我调节与稳定运行的内在机制 [36]。从模型的内在逻辑

审视，其稳定性还源于三个层次之间的耦合强度：解码层与重构层之间是知识—阐释的耦合，重构层与提升层

之间是意义—认同的耦合，而提升层与解码层之间则是动力—目标的耦合，三重耦合形成了相互锁定的结构稳

定性。

（四）模型的学理边界与适用性

任何理论模型的建构都必须在明确其学理边界的前提下才能发挥有效的解释功能。三元关联模型的适用范

围以徽派建筑为核心案例，但其理论框架具有较强的可迁移性，可扩展至其他地域传统建筑体系（如闽派建筑、

川派建筑、京派建筑等）的文化自信研究。然而，该模型存在明确的适用性边界：其一，模型不适用于完全脱

离传统建筑语境的现代主义建筑或国际风格建筑的文化自信分析，因为这类建筑缺乏可供解码的“生态基因”

谱系；其二，文化自信的提升受宏观社会环境、政治经济制度、全球化进程等外部条件的制约，模型揭示的是

关联机制而非决定论意义上的必然结果，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生态基因的解码与价值重构未必直接导向文化自

信的增强，其间的中介环节与调节变量需要进一步的经验研究加以验证。由此观之，三元关联模型的价值更多

在于提供了一个可检验、可修正的理论框架，而非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定律。

五、徽派建筑与文化自信关联机制的多维解析

三元关联模型为理解徽派建筑与文化自信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总体性的理论框架，但模型中的关联机制究竟

如何在具体的历史、文化、价值与审美维度中运作，仍需进一步的多维解析。本章从四个维度展开对关联机制

的具体阐释，揭示徽派建筑从物质空间到精神认同的转化路径。

（一）历史传承机制：文化记忆与集体认同的唤醒

徽派建筑作为跨越千年的物质文化遗存，其最为根本的关联机制在于其作为文化记忆载体的功能，这一功

能通过唤醒集体认同而实现文化自信的提升。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集体记忆理论指出，记

忆并非纯粹的个人心理现象，而是在社会框架中被建构与重构的集体性过程，社会群体通过选择性的回忆与遗

忘来建构关于过去的叙事，从而维护群体的认同与延续 [37]。徽派建筑正是这样一种承载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

徽州古村落的空间格局、宗族祠堂的仪式场所、牌坊石刻的旌表叙事，共同构成了宗族记忆与乡土认同的物质

化锚点。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空间诗学进一步揭示了建筑空间与记忆之间的深层关联：空间并

非仅仅是物理性的容器，而是承载回忆、激发想象的诗性场域，“被想象力所把握的空间不再是那个在测量工

作和几何学思维支配下的冷漠无情的空间”，而是充满情感与意义的居住空间 [38]。徽派建筑中的天井院落、

马头墙影、粉墙黛瓦，正是这样的诗性空间——它们不仅是物理性的围合与遮蔽，更是承载世代生活记忆、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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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仪式与地方情感的容器。从机制路径审视，历史传承机制的运作逻辑可概括为：物理空间→记忆唤起→集体

认同→文化自信。徽派建筑的物质形态首先通过视觉、触觉与空间体验唤醒主体的记忆与情感，这种记忆唤醒

在集体层面汇聚为对共同历史与共同文化的认同，而集体认同的强化则直接转化为文化自信的生成。值得指出

的是，这一机制并非简单的线性因果，而是存在反馈回路：文化自信的增强反过来会促进对徽派建筑保护、修

缮与传承的意愿，从而使物理空间获得更好的保存与延续，进一步强化其记忆载体的功能。

（二）文化认同机制：地域风格与民族归属感的建构

徽派建筑独特的地域风格——粉墙黛瓦的色彩美学、马头墙的节奏韵律、天井院落的内向格局——构成了

文化认同机制的视觉符号基础。斯图亚特·霍尔的认同理论指出，认同并非先验的本质或固定的归属，而是在历

史叙事、空间实践与符号表征的持续互动中生成的意义过程，“认同是通过建构的叙事而被建构的，它通过建

构性的记忆来建构自身”。徽派建筑的地域风格正是这样一种建构认同的符号表征系统：粉墙黛瓦的极简色调

与当代极简主义、侘寂美学的对话，揭示了中华审美传统在当代设计语境中的持续在场；马头墙起伏错落的轮

廓线构成了独特的建筑天际线，其韵律感与节奏感成为民族审美独特性的视觉标识；天井院落的内向性空间格

局则体现了东方文化“内敛含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为文化认

同机制提供了关键的理论透镜。徽派建筑是一种具有高度辨识度的文化符号。从机制路径审视，文化认同机制

的运作逻辑为：地域风格→符号识别→归属建构→文化自信。徽派建筑首先是徽州地域文化认同的载体，但其

蕴含的生态智慧、审美理念与哲学思想又超越了地域的局限，成为中华文化的普遍表征，因此地域风格的认同

在逻辑上可以升华为对民族文化的整体认同，从而成为文化自信的生成路径。

（三）价值契合机制：生态理念与当代主流价值的共振

徽派建筑的生态理念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绿色低碳发展的主流价值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契合关系，这种价

值契合构成了关联机制的重要维度。徽派建筑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生态哲学、因地制宜的营建策略、循环利

用的材料伦理，与当代生态文明价值形成了跨越时空的深层呼应。从价值契合机制的路径审视，其运作逻辑为：

生态理念→价值共鸣→意义认同→文化自信。徽派建筑中蕴含的生态智慧在当代生态文明建设语境下被重新发

现与阐释，这种阐释过程引发了传统智慧与当代价值之间的共鸣效应，主体在价值共鸣中获得了对自身文化传

统之当代意义的认同，而这种意义认同直接转化为文化自信的生成。这一机制的特殊价值在于，它使传统文化

不再是博物馆化的静态遗存，而是成为回应当代现实问题的活的思想资源，从而赋予文化自信以现实的基础与

当代的生命力。值得指出的是，价值契合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传统生态理念与当代价值之间契合度的深度与广

度：当传统智慧能够有效回应当代社会的核心关切（如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生态危机）时，价值契合的效应

最为显著。

（四）审美体验机制：空间诗学与主体自信的生成

从审美体验维度阐释文化自信的生成机制，是关联机制分析中最具哲学深度的路径。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

诗学揭示了建筑空间如何激发想象与情感：“被想象力所把握的空间不再是那个在测量工作和几何学思维支配

下的冷漠无情的空间。这是一个被体验的空间。被想象的空间是一个被体验的场的投射 [38]”。徽派建筑空间

正是这样一种激发想象与情感的诗性场域：天井院落中投射的方形天空引发对"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哲学冥想，

马头墙在光影中的起伏变化创造韵律的审美体验，粉墙黛瓦在烟雨朦胧中的色彩意境唤起对东方美学“气韵生

动”的深层感知。中国美学传统中的“意境”“气韵”“虚实相生”等范畴，为理解徽派建筑空间的审美体验提

供了本土化的理论框架。徽派建筑的空间营造并非追求实体性的堆砌，而是追求虚实相生的意境之美——天井

的空与院落的实、粉墙的素与黛瓦的浓、马头墙的动与粉墙的静，形成了充满张力的审美空间。康德美学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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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论述，为审美体验如何导向文化自信提供了关键性的哲学解释：审美判断超越了功利性的

利害关系，主体在纯粹的审美体验中获得了精神的自由与自主，这种自主性的体验直接转化为文化主体性的建

构。当主体在徽派建筑空间中体验到一种超越日常功利世界的审美自由时，这种自由体验内化为对自身文化传

统的肯定与自信。从机制路径审视，审美体验机制的运作逻辑为：空间审美→情感升华→主体自信→文化自信。

这一路径的独特性在于，它并非通过理性认知或价值判断来实现文化自信的生成，而是经由直接的审美体验与

情感升华来触及主体的精神内核，从而成为最为深层与持久的文化自信生成路径。

六、文化自信理论的徽派亮点凝练

基于前述模型建构与机制解析，本章进一步凝练徽派建筑参与文化自信建构的理论亮点，从生态哲学、审

美价值与理论普遍性三个维度，揭示徽派建筑作为中华文化自信样本的独特贡献。

（一）"天人合一"生态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

徽派建筑最为突出的理论亮点在于其对“天人合一”生态哲学思想的物质化呈现与当代转化。“天人合一”

作为中华哲学的核心命题，在徽派建筑中获得了最为直观与具体的表达：依山就势的村落选址体现了对地形地

貌的顺应而非征服，天井院落对自然光、风、雨的有序引入实现了建筑与自然的有机交融，材料的选择与使用

遵循了"就地取材、因物制宜"的生态伦理。从传统哲学概念到当代生态文明话语的转译，“天人合一”在徽派建

筑的研究中获得了新的理论生命力。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的代表人物阿恩·奈斯（Arne Næss）提出的生

态整体主义（ecological holism）与中国“天人合一”哲学形成了跨文化的理论对话：奈斯主张将生态系统的整

体利益置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利益之上，追求一种“生态自我”（ecological self）的实现，这一理念与中国传

统哲学中“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15]。徽派建筑作为“天人合一”哲学的

物质化实践，为这一跨文化对话提供了具体的案例支撑与经验证据。从文化自信的维度审视，“天人合一”生

态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具有特殊的理论价值：它证明了中华哲学传统并非博物馆化的历史遗存，而是具有回应

当代全球性生态危机之思想能力的活的传统，这种"传统的当代性"正是文化自信最为坚实的哲学根基。

（二）徽派建筑审美价值的文化自信维度

徽派建筑的审美价值不仅是一种形式美学的评价对象，更是文化自信的生成资源与表达媒介。粉墙黛瓦的

极简美学以其“素以为绚”的审美特质，与当代国际设计语境中的极简主义、侘寂美学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审美

对话，这种对话并非简单的风格巧合，而是揭示了中华审美传统中“以少总多”计白当黑"等美学理念在当代的

持久生命力。马头墙的形式韵律以其起伏错落的轮廓线构成了独特的建筑天际线，其韵律感与节奏感不仅是形

式层面的视觉愉悦，更是民族审美独特性的空间表达——当主体面对这一独特的建筑天际线时，所体验到的不

仅是形式的审美快感，更是对自身文化审美主体性的确认。天井院落的空间哲学则体现了东方文化内向性的宇

宙观：与西方建筑追求外部扩张、向自然开放的空间逻辑不同，徽派建筑的天井院落通过向内的围合与向上的

天空仰望，建构了一种“内观宇宙”的空间哲学，这一空间哲学体现了东方文化对内在精神世界与外在宇宙秩

序之间关联的独特理解。从审美独特性到文化自信的逻辑路径在于：越深刻地理解自身审美传统的独特性与内

在逻辑，越能够在全球化审美同质化中确立文化主体性，从而建立深层的文化自信 [39]。

（三）从徽派样本到中华文化自信的理论普遍性

徽派建筑作为文化自信理论的地域样本，其理论贡献不仅在于揭示徽派建筑自身的文化自信建构机制，更

在于为中华传统建筑文化参与文化自信建构提供了具有普遍性的方法论参照。从特殊到一般的逻辑路径在于：

徽派建筑所揭示的历史传承机制、文化认同机制、价值契合机制与审美体验机制，并非徽派建筑所独有，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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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建筑文化参与文化自信建构的普遍规律在不同地域文化语境中的具体表现。闽派建筑的红砖燕尾脊、

川派建筑的穿斗悬山顶、京派建筑的宫殿院落格局，虽然在物质形态与地域特征上各不相同，但其背后所蕴含

的“生态基因解码—价值重构—文化自信提升”的关联逻辑具有共通性。在全球文化多样性话语的背景下，徽

派建筑的研究为全球提供了中国经验：在全球化与同质化压力日益加剧的当代语境中，批判地域主义（Critical

Regionalism）如何成为文化自信的策略资源——既不盲目追随国际风格的同质化趋势，也不陷入封闭的地域主

义怀旧，而是在批判性反思中建构具有本土根基与当代价值的建筑文化主体性。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

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理论揭示了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建构，文化自信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抗这种文化他者

化、确立文化主体性的自觉过程。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关于“底层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的追问，则为让传统建筑文化“说话”提供了理论路径：传统建筑文化作为一种“底层”话语，需要通

过学术阐释、当代转译与价值重构来使其“被听见”，从而在全球文化话语中获得平等对话的地位 [40]。徽派

建筑研究的理论贡献，正在于为中华传统建筑文化从“沉默的物质遗存”转化为“可被言说的文化主体”提供

了方法论示范。

七、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徽派建筑为研究对象，围绕“中华传统营建生态智慧的当代价值转译与文化自信”这一核心议题，

建构了“生态基因解码—价值重构—文化自信提升”的三元关联理论模型，并系统解析了历史传承、文化认同、

价值契合与审美体验四个维度的关联机制。从学理层面看，三元关联模型的核心发现在于：生态基因的解码并

非终点，而是价值重构与文化自信提升的逻辑起点；价值重构作为中介层，承担着将传统生态智慧转化为当代

文化资源的枢纽功能；文化自信的提升则是整个关联系统的综合输出，其生成过程是认知、情感与行为三个层

面协同作用的结果。四个关联机制的系统解析揭示了徽派建筑从物质空间到精神认同的转化路径：历史传承机

制通过文化记忆的唤起与集体认同的建构，将建筑遗存转化为文化自信的根基；文化认同机制通过地域风格的

符号识别与民族归属感的建构，将审美差异转化为文化主体性的确认；价值契合机制通过传统生态理念与当代

主流价值的共振，将历史资源转化为回应现实问题的思想能力；审美体验机制通过空间诗学对主体情感的深层

触动，将审美体验转化为精神自由与主体自信。在徽派亮点的凝练中，本文揭示了“天人合一”生态哲学的当

代阐释、徽派建筑审美价值的文化自信维度以及从地域样本到理论普遍性的升华路径。本研究的学术创新在于：

首次将“生态基因”概念引入建筑文化研究，构建了从生态基因到文化自信的跨学科关联分析框架，为建筑学、

文化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对话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二）研究展望

本研究的理论建构与机制解析为后续研究开辟了多个方向。在实证研究层面，三元关联模型有待通过定量

研究方法进行检验与修正，未来研究可设计涵盖认知、情感与行为三个维度的文化自信测量量表，结合徽派建

筑体验的前后测实验，对模型中的关联路径进行统计验证。在比较研究层面，本研究以徽派建筑为核心案例，

未来研究可将该理论框架扩展至其他地域传统建筑体系（如闽派、川派、京派、晋派等），通过跨地域比较揭

示中华传统建筑文化参与文化自信建构的普遍规律与地域差异。在国际传播研究层面，徽派建筑作为中国文化

的重要符号，其在国际语境中的传播效果与跨文化接受机制有待深入考察，这将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

建筑文化维度的学术支撑。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推进层面，本研究既为文化自信理论提供了地域文化与物质文

化维度的新视角，也为传统建筑文化的当代转化与保护传承提供了学术路径与理论依据，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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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三元关联模型在建筑设计实践、文化遗产保护、文旅产业开发等领域的应用路径，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转化

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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